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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录”本义新探＊

沈 相 辉

［摘　要］“实录”是扬雄对《史记》做出的重要论断，影响甚大。古今学者多将其视为对史书的至高褒

奖。但若能回归《法言》文本语境及汉代文化语境，从经学、史学等多角度重新比较和审视扬、马异同，便可

知此乃扬雄以《春秋》笔法对《史记》所下的微辞，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。司马迁据事立论，论

随事变，所以《史记》在义理方面体现出“杂”的特征。扬雄则将孔子学说作为至上且唯一的标准，据理论

事，故《法言》长于义理。“实录”之说，固然肯定了《史记》记“事”之长，但主要是批评其取“义”之失，这恰是

扬雄作《法言》以纠《史记》的基础。扬雄拟经，试图辞辟诸子而“折诸圣”，故作为“实录”的《史记》无可避免

地遭到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的批判。而在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中，以求实传信为核心特征的

史学传统深受后世推崇，故“实录”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褒义之辞。“实录”含义的嬗变反映了经、史分离中

的一些重要特点，在学术史、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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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史记》学史上，扬雄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。扬雄一方面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另一方面又批评司
马迁“爱奇”，这成为《史记》学史上两个重要的论断。对于后者，学界基本公认这是扬雄对司马迁的负
面批评；而对“实录”一词，则多认为是对司马迁的最高褒奖①。然而，重新回到《法言》的文本语境
下，结合对扬雄思想的考察，可发现“爱奇”固然是批评，而“实录”也未必是褒奖。正如徐复观所指
出的，《法言》“一部分是拟《论语》，另一部分则在用心上是拟《春秋》”②，故“实录”一词，实有微言大
义存焉。

一　作为微辞的“实录”

“实录”一词之所以能成为对史书的最高评价，应主要归功于班固。在《法言·重黎》中，扬雄曾称
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其后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中说：

　　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讫于天汉。其言秦汉，详矣。至于采

经摭传，分散数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梧。亦其涉猎者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载间，斯以勤矣。

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

蔽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材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

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③。

赞语以“此其所弊也”为节点，此前主要论《史记》的不足，此后则论《史记》的优点，层次清晰。因此，在
《汉书》文本语境下，“实录”一词显然是褒义词。刘知幾云：“孟坚又云：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服其善
叙事。岂时无英秀，易为雄霸者乎？不然，何虚誉之甚也！”④刘氏所引即出自《司马迁传赞》，他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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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话是对司马迁的“虚誉”，可知在他看来，“实录”一词是褒词而非贬词。又据班固所说，似乎刘向
和扬雄都曾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但从刘向现存作品以及他人转引两方面来看，都未曾见到过类似说
法。因此，《司马迁传赞》中的话，可能是班固糅合刘向、扬雄乃至班彪之语而成。而“实录”一语，就现
有文献来看，应主要归于扬雄的发明。

对于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的说法，后世学者虽有过质疑，但基本上多将其视为肯定之辞。比如
宋代学者晁补之在一道策问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孔子没，儒者能以其学明天下，莫如扬雄。雄习孔
子，后世学焉，以要诸圣，则其为说宜若考之而无不当者。今雄书论《周官》曰‘立事’，《左氏》曰‘品
藻’，《太史迁》曰‘实录’。夫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，郁郁乎其文之盛，抑‘立事’而已也？不然，则雄
之言何独取诸此也？富而艳，其失也诬，则《左氏》之‘品藻’也何有？甚多疏略，或有抵梧，则《太史迁》

之‘实录’也何有？然而曰‘品藻’，曰‘实录’，辞达如扬雄，岂苟乎哉？”①晁氏认为扬雄是继承孔子之
道的大儒，所说应该“考之而无不当”，可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却与班固谓《史记》“甚多疏略，或有
抵梧”一语相矛盾。因此，他将此现象特别提出来策问学生。从中可知，晁氏应该是将“实录”视为正
面的褒义词，不然他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了。另一宋代学者叶适则认为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主
要是强调司马迁记事无所遗漏，其云：“扬雄谓太史迁曰实录，然岂必尽纪当时事而后为实哉！使当时
诸侯不去其籍，又不经焚书而迁尽见，则将有不可胜录者，雄盖未知也。”②同样的，尽管叶适也不满扬
雄“实录”之说，但从他的批评中显然也可看出他是将“实录”视为肯定之辞的。其他学者，如赵湘认为
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是“道之所推”③，邓绎也说这是扬雄“称迁史者也”④，周之道更是认为这是扬
雄对司马迁之文的“屈服”⑤，等等。诸家立论角度虽各不相同，但无一例外都认为扬雄所说“实录”是
对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的肯定。

后世学者之所以大都将“实录”视为肯定之辞，与班固《汉书》的推毂之功是分不开的。由于《汉
书》影响甚大，所以《司马迁传赞》中的话几乎成为后世对《史记》的盖棺定论，“实录”一词的“版权”也
多被归在班固的名下。比如裴骃《史记集解序》说“骃以为固之所言，世称其当”⑥，张守节《史记正义
序》同样引用了班固赞语作为确评⑦。后世论及史官或史书时，也往往以此为标准。如《隋书·经籍
志》论史官时，就提到“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得有所惩劝”⑧，至于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在论及史官职责时，

更是几乎照搬《司马迁传赞》⑨。总之，“实录”一词，经班固的阐释，很快便与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等话语
一起，都被视为正面评价。前引诸家皆将“实录”视为肯定之辞，应是受到了班固的影响。而且因为班
固的权威性，所以后世学者对“实录”的讨论，往往只会关注词意，而很少会对其褒义词的性质产生怀
疑。东汉末年的应劭在注解《汉书》时，便说“实录”就是“言其录事实”�10。但是，在中国传统史学中，

所谓“事实”其实有义理之实与史实之实的区别，故又有学者指出，《司马迁传赞》中“实录”所指是就具
体历史事实的考信与传真而言的�11。但无论是义理之实还是事实之实，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，显然都
是在肯定司马迁在史学书写方面所做的卓越工作。而此种“共识”的产生，恰是班固《汉书·司马
迁传赞》的直接结果。正如易宁所指出的：“自班固之后，‘实录’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概
念，在叙史及议史中广为出现。”�12此语正说明，班固《汉书》乃是“实录”一词意义发生嬗变的最关键

·１１１·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⑧

⑨

�10

�11

�12

晁补之：《鸡肋集》卷三八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１１１８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７００～７０１页。

叶适：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五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，第６６８～６６９页。

赵湘：《南阳集》卷四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１０８６册，第３３６页。

邓绎：《藻川堂谭艺·三代篇》，清刻本。

周之道：《青箱堂文集叙》，见王崇简：《青箱堂文集》卷首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》第２０３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，

第２９４页。

⑦　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，第１页。

魏徵等：《隋书》卷三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，第９０４页。

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四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，第１８５３页。

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六二，第２７３８页。

参易宁、易平：《〈史记〉“实录”新探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１９９５年第４期，第２６～３１页。

易宁：《先秦史学的“实录”思想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，第１页。



一环。
尽管由于班彪、班固父子都对扬雄的思想学说推崇备至①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对扬雄的

学说做出正确的理解和阐释，但《汉书》所说的“实录”却与《法言》所说“实录”貌合神离。《法言·重
黎》云：“或问‘《周官》？’曰：‘立事。’‘《左氏》？’曰：‘品藻。’‘太史迁？’曰：‘实录。’”②将此与《司马迁传
赞》略作比较，可知班固在写赞语时，对扬雄“实录”一词进行了补充解释。换言之，扬雄虽说《史记》是
“实录”，却未说《史记》为何是“实录”，而班固根据自己的理解，给出了《史记》作为“实录”的具体原因。
然而，班固给出的解释很可能并非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的真正原因。比如班固说刘、扬皆称司马迁
为“良史之材”，而《法言序》则明确说：“太史公记六国，历楚汉，讫麟止，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。
故人时有问雄者，常用法应之，撰以为十三卷，象《论语》，号曰《法言》。”③扬雄既然认为司马迁作《史
记》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，又为何说司马迁是“良史之材”呢？至于班固“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
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云云，仔细考察扬雄的相关论述，尤其是《法言》中的
直接评价，更可知扬雄并不是因为班固赞语中所说的原因而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的。因此，要真正理解
扬雄“实录”的本义，首先要摆脱《司马迁传赞》的束缚，重新回到《法言》的文本语境之中。

就《法言》的创作动机而论，扬雄明确说是要批判司马迁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的缺点，故
对司马迁及《史记》进行批判不仅是扬雄的基本创作态度，也是《法言》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。扬雄对
《史记》中具体观点的批评，容下再论，此处先考察扬雄对司马迁或《史记》的直接评价。《法言》中相关
论述共有三处，除前引《重黎篇》外，剩下两处分别见于《君子篇》和《问神篇》，此处有必要先详细分析
之。《君子篇》云：“淮南说之用，不如太史公之用也。太史公，圣人将有取焉；淮南，鲜取焉尔。必也，
儒乎！乍出乍人，淮南也；文丽用寡，长卿也；多爱不忍，子长也。仲尼多爱，爱义也；子长多爱，爱奇
也。”④扬雄将司马迁与刘安对比，认为《淮南子》鲜有可取之处，而《史记》则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究
其原因，在于：“司马迁虽杂，尚有礼乐儒学之说，于圣人之道可取而用之。于刘安，溺异端之痼者也，
故曰鲜取焉。”⑤换言之，扬雄认为司马迁值得肯定的地方，主要是与圣人的相同之处。但是，扬雄随
即又指出，司马迁与孔子都“多爱”，但孔子爱义，司马迁则爱奇，这显然就是“不与圣人同”了。对于司
马迁异于孔子之处，扬雄是明显持否定态度的。司马迁的“多爱不忍”与“爱奇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
晋人李轨说：“《史记》叙事，但美其长，不贬其短，故曰多爱。”⑥这显然与班固所说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相
矛盾，所以扬雄既然说司马迁“多爱”，那就不应再说《史记》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并且因此称之为“实
录”。李轨之后，宋代学者宋咸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《史记》叙事“多爱”的具体表现，其云：“迁之学
不专纯于圣人之道，至于滑稽、日者、货殖、游侠九流之技，皆多爱而不忍弃之。”⑦李轨认为扬雄说司
马迁“多爱”，是因为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人物时扬长避短，而宋咸则认为是司马迁在面对历史材料时不
愿割舍。我们认为，二者的解释其实各得扬雄之意的一部分，将二者的意见结合起来，便是司马迁“多
爱”的具体表现。另一宋代学者吴祕也说：“不可以垂世立教者，司马迁皆序而录之，是多爱不忍
也。”⑧吴氏所说的“不可以垂世立教者”，当然包括宋咸所说的《滑稽列传》《日者列传》《货殖列传》《游
侠列传》等九流之技，但司马迁在作这些传记时，确实也经常“但美其长，不贬其短”，故而吴祕注与李
轨注实际上是兼容的。总之，扬雄批评司马迁“多爱”，实际是批评司马迁在史料选择与叙事方法两方
面都存在问题，即不合乎圣人之道。既然如此，他又怎会如班固所说，认为司马迁“善序事理”呢？从
这些分析来看，班固对于《史记》之为“实录”的解释，很可能并不是扬雄称《史记》为“实录”的真正原
因。而据以上诸家所注，可知扬雄虽然肯定《史记》有合于圣人之处，但其最后想要强调的，其实主要
是司马迁异于圣人之处。从修辞手法上来说，明显属于欲抑先扬。

在《法言·问神篇》中，扬雄对司马迁的批评变得更为直接。《问神篇》载：“或曰：‘淮南、太史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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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其多知与？曷其杂也！’曰：‘杂乎杂！人病以多知为杂，惟圣人为不杂。’”①扬雄以“杂”来评价刘
安和司马迁，显然不是褒奖，而是批评二者思想不醇正，故吴祕说：“唯其不纯，所以为杂。”②司马光则
以定案式的语气说：“言二书诚杂也。”③那么，扬雄为何说《淮南子》《史记》为“杂”呢？吴祕解释说：

“谓安作《内书》《外书》，又作《中篇》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迁序九流百家杂语。”④刘安之“杂”此处不论，

专说司马迁的序九流百家杂语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明确说要“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
语”⑤，“厥协”“整齐”等工作，即班固《司马迁传赞》中所说“善序事理”之“序”。班固以“善”来评价这
一工作，可在扬雄看来，司马迁的工作显然并不理想，所以他才要作《法言》来纠正《史记》之失。班固
说司马迁“善序”的包括“事”和“理”，而扬雄所重点批判的则是“理”。在《法言》中，扬雄自述作《玄》是
“为仁义”，而所谓“仁义”无他，“勿杂也而已矣”⑥！据此，扬雄以“杂”来评价司马迁，意味着《史记》非
为仁义（或不纯为仁义），也就是说《史记》在价值观上不符合扬雄所理解的孔子之道。对于坚守儒家
立场的扬雄而言，这种“杂”是绝不能接受的。因此，从《问神篇》的评论来看，扬雄对司马迁及其《史
记》的批判态度更为明显，也更为严厉。

分析至此，便可知在《法言》三条涉及司马迁或《史记》的材料中，一条是欲抑先扬，一条是直接批
评，与《法言序》所定的基调完全一致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在剩下的那一条中，扬雄对司马迁
及其《史记》的态度，很可能也是以批判为主的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回过头来分析《重黎篇》中的那段话，
确实发现扬雄将《史记》与《周官》《左氏》相提并论，实际应该是说三者各得一端，但皆有不足。我们结
合前面所述的理由，更可知其最终的落脚点应是在三者之不足上，而非三者之所得。

扬雄评《周官》为“立事”，宋咸注：“制三百六十官，可谓立事矣。”⑦司马光则说：“设官分职，以治

万事。”⑧对于评《左氏》为“品藻”，宋咸说：“《左氏》随事称‘君子曰’，以论其善否，皆得其当，可谓品藻

矣。”⑨吴袐说：“《左氏》品藻是非而圣人之褒贬彰矣。”司马光说：“品第善恶，藻饰其事。”⑩故自宋、吴
至司马光，基本皆将“立事”与“品藻”看成是褒义词。但其后三家注“实录”，态度又为之一变。如宋咸
说：“迁采《春秋》《尚书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而作《史记》，其议事甚多疏略，未尽品藻之善，故扬雄称实录
而已。盖言但能实录传记之事也。”�11吴祕说：“盖言其序事而已。”�12司马光也说：“记事而已。”�13仔细
揣摩三家所说，似乎是认为扬雄对《周官》与《左氏》完全持肯定态度，对《史记》则略有微词，故说《史
记》“记事而已”。但是，《周官》《左氏》《史记》三者是并列关系，扬雄不可能称许前二者而独责《史记》

有所不足。实际上，三家在注“实录”时的逻辑是成立的，即扬雄一方面肯定了《史记》记事，另一方面
则认为《史记》除了记事之外，在其他方面多有不足。循此逻辑，则扬雄对《周礼》和《左氏》的看法，借
用司马光之说，就分别是“立事而已”“品藻而已”。即谓三书虽各有所长，但皆有不足，而其叙述重点，

当然是为了强调后者。扬雄这种说一半藏一半的做法，在《法言》中很常见。比如《重黎篇》：“或问
‘交’。曰：‘仁。’问‘余、耳’。曰：‘光初。’”�14扬雄认为陈余、张耳之交善始，这是他说出来的一半，但
他想要批判的却是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半，即二人之交未能善终�15。同样的，扬雄评价《周礼》《左传》
《史记》，最终要表达的不是他说出来的“立事”“品藻”“实录”，而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半。

扬雄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半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汪荣宝说：“《法言》此篇乃以二书侪诸史迁，示不列于
经传。而一则称为‘立事’，一则目为‘品藻’，亦未尝以为圣人之言。然则子云之于经学，固犹是当时
博士之见矣。”�16汪氏是“刺莽说”的主张者之一，而《周礼》《左传》二书，担任过王莽国师的刘歆曾力主
列入官方博士经学，故汪氏认为扬雄因反对莽新而不将二书视为经传。汪氏此说颇多推测，故有待商
榷。但汪氏认为分别称《周礼》《左氏》为“立事”“品藻”，是因为扬雄认为二书“未尝以为圣人之言”，诚
为不刊之论。扬雄《法言》中的所有批评，都是要“折诸圣”，所以他对《周礼》《左氏》的评价自然也是如
此。扬雄之意，《周礼》除了“立事”、《左传》除了“品藻”之外，其他多不符合圣人之言。《周礼》中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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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传统儒家认为是周公所制；《左传》中的“君子曰”，又多认为是孔子之言。因此，扬雄对这两个部
分，应该不会轻易否定。但二书中的其他内容，扬雄就不再多予肯定了。汪荣宝说扬雄认为二书非
“圣人之言”，正是说二书中的内容、思想有与扬雄所理解的孔子思想相冲突的地方。既然扬雄“立事”
“品藻”二语是论《周礼》《左氏》之不足，那么评价《史记》的“实录”一词，主要目的显然应该也是说《史
记》有所不足。所谓“实录”，也就是《孟子》中所说的“齐桓、晋文之事”的“事”，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记
载。扬雄之意，《史记》除了记事差强人意之外，其他则不足论。因此，扬雄论三书，表面上皆在肯定三
者的长处，但最终目的则是通过明说其长以显其短。此种修辞技巧，与《君子篇》的欲抑先扬如出一
辙，只不过《重黎篇》此条更为隐晦而已。笔者认为，与《周礼》《左传》相比，扬雄认为《史记》之不足在
于“立事”与“品藻”。而结合《法言》全书而论，其不足则是扬雄在《自序》中说的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
谬于经”，即在“义理”层面不符合孔子之道。

由上，可知扬雄在《法言》中说司马迁“多爱”，谓《史记》为“杂”，固属批判之言，其称《史记》为“实
录”，其实也是批评司马迁仅“记事而已”。扬雄晚年征圣拟经，一切折中于孔子，对“经”之外的著作皆
以“小道”视之，故他对《史记》予以批评实属正常。扬雄之意，《史记》在记叙历史事件时虽值得肯定，
但在义理阐发上存在明显不足，突出表现为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。因此，“实录”这一后世史
家推崇备至的褒义词，在发明者扬雄笔下，实是一个带有浓厚经学意味的微辞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《史
记》的批评。

二　《史记》的“记事而已”

那么，在扬雄看来，《史记》的不足具体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我们认为，这可从《法言》与《史记》
的差异中窥见一二。《法言》专门论及的历史人物，多能在《史记》中找到相应传记。这说明扬雄作《法
言》时，很可能在《史记》的人物清单中进行了二次筛选。陈直曾指出：“扬子《法言》，《重黎》《渊骞》二
篇，所论西汉名人，大半皆在《史记》世家或列传中。可证扬雄在校书时，已熟读《史记》。《渊骞篇》云：
‘（或问）酷吏，曰虎哉虎哉，角而翼者也。货殖，曰蚊，曰血国三千，使捋疎饮水褐博，没齿无愁也。
或问循吏，曰吏也。游侠，曰窃国灵也。佞幸，曰不料而已。’扬雄所论总传五篇，篇名皆太史公所
特创，虽未说明《史记》，而取材于《史记》则无疑义。”①有鉴于此，我们此处将主要比较扬、马二人在
论及酷吏、货殖、循吏、游侠四类历史人物时的差异，以求更好地理解“实录”之“记事而已”的具体
所指。

１．论酷吏与循吏
《史记》既有《循吏列传》，又有《酷吏列传》。循吏与酷吏是两类行政理念基本相反的官员，前者治

民主张“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”②，可视作“有为派”；后者“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③，可称
“无为派”。扬雄读《史记》时，对这两类人物皆持批判态度。

先看扬雄对“酷吏”的评价。《酷吏列传》为郅都等十一位酷吏立传，若加上序言及赞语中提及的
侯封、晁错等十人，被司马迁视为酷吏的共二十一人。《法言》就此评论道：“‘酷吏？’曰：‘虎哉！虎哉！
角而翼者也。’”④《韩诗外传》引《周书》曰：“无为虎傅翼，将飞入邑，择人而食。”⑤宋咸在注释《法言》时
引用了此说，并云：“此以酷吏犹虎而角翼者，言暴之甚也。”⑥酷吏的残暴即是不仁，故司马光说：“不
仁之人而得势位，如虎之得角翼。”⑦司马迁在《酷吏列传》中对酷吏的残暴当然也有很多批评，如谓
“苍鹰”郅都“严酷”⑧，周阳由则“暴酷骄恣”⑨等，都流露出对酷吏的不满。但是，司马迁在《酷吏列传
赞》中却对一些酷吏予以了颇高的评价，其云：“自郅都、杜周十人者，此皆以酷烈为声。然郅都伉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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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是非，争天下大体。张汤以知阴阳，人主与俱上下，时数辩当否，国家赖其便。赵禹时据法守正。杜
周从谀，以少言为重。自张汤死后，网密，多诋严，官事浸以耗废。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救过不赡，何暇论
绳墨之外乎！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，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
质有其文武焉。虽惨酷，斯称其位矣。”①据此，可知司马迁虽认为郅都等酷吏有惨酷的一面，但品行
亦有可取之处，且为官也颇为称职。就历史事实来看，司马迁的评价是较为公正客观的。但于扬雄而
言，酷吏的残暴，严重违背了孔子的仁政学说。大本已失，余不足论。因此，扬雄论酷吏，与司马迁的
有褒有贬不同，完全站在儒家立场，故怒目而视酷吏为“角而翼”的猛虎。

循吏虽不像酷吏那样猛如虎，但并未因此而得到扬雄的好评。《渊骞》云：“或问‘循吏’。曰：‘吏
也。’”②这是扬雄对循吏的总体看法。李轨注说：“郑子产、公仪休、孙叔敖之徒。”③李注显然参考了
《史记》，因为他所列举的恰是《循吏列传》的前三位。那么，扬雄对这三位是什么态度呢？宋咸说：“言
如是者，始可谓之吏也。”④据宋注，似乎扬雄对循吏是持肯定态度的。然而，《法言》中讨论“循吏”，是
与“酷吏”“货殖”“游侠”“佞幸”并列而论的，扬雄对后四者皆持强烈的批判态度，不太可能独对“循吏”

持肯定态度。我们认为，扬雄以“吏也”评价循吏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，实际表达的是一种轻视。
古时的“官”与“吏”，泛言则相通，细究之则有别。《史记》所记的“酷吏”“循吏”，便多是朝廷官员，可见
二者确可互通。然《说文》云：“官，吏事君也。”⑤又云：“吏，治人者也。”⑥可知虽然官也是吏，但吏却未
必是官，官事君以道，而吏治人以术。宋人孙奕说“途之大者谓之道，小者谓之术”⑦，如此则“官”与
“吏”在价值上应有高下之分。明乎此，则可知扬雄以“吏也”评价“循吏”，实际应非正面评价。大概在
扬雄看来，“吏”虽善于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，但能在“道”上有所为的人不多。司马迁在《循吏传》中
说：“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。”⑧作为儒者的扬雄，显然不赞同这种看法。扬雄认为“天下
为大，治之在道”⑨，而他所说之“道”，不是“奉职循理”就能实现的。《问道》云：“允治天下，不待礼文

与五教，则吾以黄帝、尧、舜为疣赘。”⑩如果治理天下不用孔子之道，即使是黄帝、尧、舜在上，扬雄
尚且视之为“疣赘”，更何况区区几位“循吏”呢。由是而论，我们认为，“吏也”二字，固然反映了扬
雄对循吏办事能力的肯定，但他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，是说循吏办事有余而为道不足，故仍不可以
为法。

２．论货殖
“货殖”者，即今日所说的商业活动。扬雄对于货殖的评价基本与司马迁相反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

“布衣匹夫之人，不害于政，不妨百姓，取与以时而息财富，智者有采焉。作《货殖列传》第六十九。”�11

“布衣匹夫”一词，说明进入《货殖列传》的人并非达官贵族，而是普通百姓；“不害于政”则意味着获取
财富不能损害国家利益；“不妨百姓”则要求获取财富时不损害人民利益；“取与以时”则要求商业活动
不能违背农时、影响生产。可以说，司马迁立传的择人标准是很高的。再结合《货殖列传》具体内容来
看，范蠡、子贡、白圭、猗顿、郭纵、乌氏倮、寡妇清、蜀卓氏、程郑、宛孔氏、曹邴氏等商人，多能符合司马
迁在《自序》中对货殖者提出的要求。司马迁从不吝惜对这些货殖者的赞扬，如范蠡“十九年之中三致
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，故司马迁称其为“富好行其德者”�12。子贡则“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”�13，

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子贡对儒学的传播之功。在《货殖列传》的结尾，司马迁更是用“素封”一词来评
价巨富。我们知道，在传统儒学中，往往将孔子视为“素王”，司马迁“素封”一词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
的，这突出体现了他对货殖者的高度肯定。但即使如此，这些商贾富豪仍然难入扬雄的法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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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货殖列传》中的人物，在《法言》中被论及的有范蠡、猗顿、白圭，其中只有范蠡是作为核心人物被
论及的，猗顿和白圭则是以配角身份被提及。然而，作为核心人物的范蠡，在《法言》中也是作为谋士
而非商人的身份出现的，《重黎篇》：“或问：‘子胥、种、蠡孰贤？’曰：‘胥也，俾吴作乱，破楚入郢，鞭尸藉
馆，皆不由德。谋越谏齐不式，不能去，卒眼之。种、蠡不强谏而山栖，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，又终
毙吴。贤皆不足卲也。至蠡策种而遁，肥矣哉！’”①扬雄将范蠡和伍子胥、文种放在一起对比，认为他
们在辅佐君主方面皆非贤人，但对范蠡的遁隐表示肯定。除此之外，扬雄并未发表对范蠡经商的看
法。猗顿和白圭皆见于《法言·学行篇》，其一为：“或曰：‘猗顿之富以为孝，不亦至乎？颜其馁矣！’
曰：‘彼以其粗，颜以其精；彼以其回，颜以其贞。颜其劣乎？颜其劣乎？’”②猗顿极富，而颜回甚贫，或
问扬雄，像猗顿那样用丰富的物质条件来事亲尽孝，不比颜回饿肚子强吗？扬雄显然不赞同这种看
法，他视猗顿之孝为粗，以颜回之孝为精，所以连用两个反问来肯定颜回的孝为正道。《论语·为政
篇》云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！”③孔子主张尽孝不仅是物质上的
赡养，更是发自内心的敬养。扬雄认为颜回之孝优于猗顿之孝，其依据即在此。《学行篇》又云：“或谓
子之治产，不如丹圭之富。曰：‘吾闻先生相与言，则以仁与义；市井相与言，则以财与利。如其富！如
其富！’”④扬雄重道德而轻货利，自然也视丹圭之富如浮云。

至于扬雄对奸商的态度，不仅是轻视，而且是痛恨。在《法言·渊骞》中，他发表了自己对货殖的
总体看法：“（或问）‘货殖？’曰：‘蚊。’曰：‘血国三千，使捋踈，饮水，褐博，没齿无愁也？’”⑤宋咸曰：“孔
子云‘赐不受命而货殖焉’，又曰‘求也为之聚敛’，是则货殖聚敛，圣人之所疾也。《汉书》称扬子‘不汲
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，家无担石之储，晏如也’，今或人问货殖，故答之曰‘蚊’，亦疾之甚焉。夫蚊
之为虫，啄人而求生，可鄙恶者也；货殖之徒，兼并聚敛，非义是有，亦所谓啄人而求生矣。”⑥吴袐、司
马光亦持类似看法，汪荣宝则进一步指出扬雄是基于儒家立场来进行批评的，其云：“此言贫而无怨，
恒情所难，聚敛为富，天下必有受其困者。今货殖之徒，皆务朘天下之脂膏以自肥，则天下之受其困者
能恶衣恶食，终无所怨乎？此圣人不患贫而患不安之意，明货殖之术，徒足以致天下之不安而已。”⑦

由此可知，扬雄之所以视货殖者为蚊，对之充满厌恶，是因为货殖者损害了百姓的利益，动摇了国本。
儒家的仁政思想，向来主张要重视民生，故对于剥削百姓的货殖者，扬雄自然痛恨至极。

３．论游侠
扬雄对游侠的批评，主要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而发的，故而也对其持否定态度。相比之下，司马

迁则对游侠予以了肯定，这既是基于世俗功利主义所作比较的结果，也是对现实政治生态予以妥协或
承认的表现。在《法言·渊骞》篇中，有人问扬雄对游侠的看法，扬雄回答：“窃国灵也。”⑧李轨注云：
“灵，命也。朱亥、田仲、郭解、剧孟、原涉之徒。”⑨李氏所举游侠，皆见于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，可见在李
轨看来，扬雄这一评论，实际就是针对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而发的。吴祕也持这种看法，所以他说：“迁
载游侠，窃国之威灵，为己之私义者也。”⑩这里的“迁载”，显然是指司马迁所作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之
所载。扬雄为何认为游侠是“窃国灵”呢？宋咸解释说：“荀悦云，‘立气势作威福，结私交以立强于国
者，谓之游侠’。此谓‘窃国灵’，盖言窃行国之威灵以为之强。”�11司马光也把“灵”解释为权柄，其云：
“国之所以能为国者，以在上者执号令御其下，如人之有神灵也。”�12其后注家，如孙诒让《札迻》卷八亦
以“灵”为威福之柄，汪荣宝则进一步指出此“威福之柄”为杀生之权。《汉书·游侠传》云：“古之正法，
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，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又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
细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”�13汪氏引此，并云：“窃国灵，即窃杀生之权之谓。”�14我们认为，释
“灵”为“威福之柄”足矣，但若再进一步局限于杀生之权，则会缩小扬雄此语的意义，因为“威福”显然
不仅包含杀生之权，而且还包括其他国家权力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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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。”①“辟”即是君，伪孔传说：“言惟君得专威福为美食。”②孔颖达疏说得更为清
楚：“惟君作福，得专赏人也；惟君作威，得专罚人也；惟君玉食，得备珍食也。为臣无得有作福作威玉
食，言政当一统，权不可分也。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，其必害于汝臣之家，凶于汝君之国，言将得罪
丧家且乱邦也。”③扬雄批评游侠“窃国灵”，正是说游侠窃威福之柄，挑战君主权威，破坏国家一统。

扬雄基于儒家政治伦理，视游侠为“窃国灵”，贬斥态度至为显然。反观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，则
完全不同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：“救人于戹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。作《游
侠列传》第六十四。”④以“仁”与“义”来评价游侠，这是司马迁试图将游侠纳入儒家伦理范围的体现。

但从最终结果来看，不是游侠被纳入到了儒学伦理中，而是儒家的“仁”“义”等概念被司马迁扩大了。
《游侠列传序》说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阸
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⑤“足多者”，即有可取之处。司马迁
说游侠“不轨于正义”的“正义”，当然是他“折中于六艺”之后的儒家正义。但司马迁自己也承认，对于
游侠，“儒、墨皆排摈不载”⑥，所以他很清楚，如以严格的儒家标准来衡量，必定是要否定游侠的。有
鉴于此，司马迁放弃了用狭义的儒家标准来审视游侠，从而发现了游侠“亦有足多者”。就此而言，便
可知扬雄批判司马迁“是非颇谬于圣人”是有道理的。那么，放弃了儒家标准的司马迁，最终又采用了
何种眼光来看待游侠呢？司马迁说：“诚使乡曲之侠，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
矣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！”⑦季次、原宪皆为孔子弟子，都曾获得仲尼的高度评价。

司马迁认为若让游侠与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游侠不会比季次、原宪差。在这里，司马迁不是让游侠与
季次、原宪比德，而是比“功”，故其所说“义”实际指的是世俗之“义”，而非儒家礼义之“义”。换言之，

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，是从世俗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，与扬雄所坚持的儒家政治伦理相距不啻千里。
《法言》中论及的“战国四公子”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曾将四人与“布衣之侠”对举，可见

他视四人为“贵族之侠”。扬雄谓游侠为“窃国灵”，代表人物即四公子之类的“贵族之侠”。《渊骞》篇
中，有人问：“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益乎？”扬雄答：“上失其政，奸臣窃国命，何其益乎！”⑧李轨注云：
“当此四君之时，实皆有益于其国，而扬子讥之者，盖论上失其政，故辨明之。”⑨吴祕云：“进贤育善，权
在国君，而四君专之，故曰窃国命。”⑩司马光亦云：“《洪范》曰‘臣无有作福作威’，四豪聚私党以专国

政，故曰奸臣窃国命。”�11可见在扬雄眼里，四公子就是“窃国灵”的大盗。而司马迁对于四公子的评
价，与扬雄有本质的不同。如《春申君列传》云：“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
明也！后制于李园，旄矣。语曰：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’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？”�12《魏公子列传》云：
“吾过大梁之墟，求问其所谓夷门。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。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，然信陵君之接岩
穴隐者，不耻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诸侯，不虚耳。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。”�13表面上看，司马迁
既有褒奖之言，又有批评之语，与扬雄相比似乎只是批评程度上有差异而已，但实质上，扬雄是反对礼
乐征伐自大夫出，故对四公子专国政表示强烈不满；司马迁则接受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现实，所以
他只是批评四公子在处理具体国事上的失误。因此，二人虽都对四公子有批评，但因观念的不同，所
作批评也就有了实质性的差异。

基于以上考察，可知在评价酷吏、货殖、循吏、游侠四类历史人物时，扬雄与司马迁意见常有不同，

甚至截然相反。扬雄始终坚持儒家立场，故常用仁义、礼乐、德行等儒家尺度去衡量历史人物及历史
事件；司马迁则主要是史家立场，故更看重对客观史实的考察，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相对更为实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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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评论的方式来看，司马迁是用归纳法，即基于客观史实提炼观点，据事而立论，论随事变，所以《史
记》在义理方面常常体现出“杂”的特征；扬雄则是演绎法，是将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至
上且唯一的真理标准，据此来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，事为论而服务，故《法言》在思想上较《史记》
为纯粹，但立论背后的历史事件往往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截面乃至一个点。由此而论，扬雄称《史记》
为“实录”，一方面是对《史记》中“事”的肯定，另一方面则是对《史记》“义”之不足的批评。前者并非
《法言》所长，后者则恰是扬雄引以为傲之处，《法言》之纠《史记》，即在于此。

三　扬、马异辙的原因和意义

马、扬二人立论的差异，与他们的评价标准和方法都存在直接关系。司马迁自述其作《史记》的目
的，一则要“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，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后世圣人君
子”①，二则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②。对比扬雄《法言序》，可知他与司马迁一样，
都是直接针对所谓的“异”“杂”而立言著书，有明显的现实关怀。在《法言》中，扬雄也曾说其作《法言》
是要“之后世君子”③，这与司马迁“俟后世圣人君子”之说毫无二致。因此，扬雄《法言》与司马迁《史
记》，都是面对“异”“杂”等现实问题而作，并希望传之后世。但是，表面上的相似，无法掩盖二者在本
质上的不同。

首先，二者对“异”和“杂”的定义不同。《史记》虽也以六经为依归，但在思想上更为兼容，所以像
道家、法家乃至游侠之类的思想，都能在《史记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。刘家和曾指出司马迁“厥协
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”的两个特色：“一则，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说的陋儒不同，司
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；二则，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态度不同，司马迁主张
兼容百家，只不过以儒家的六经为最高标准来整齐百家，所以对百家的态度也是开放的。”④在对待诸
子百家的态度上，扬雄则与董仲舒很相似，他是一切以孔子为标准的，凡异于孔子者皆为异端杂说。
所以较之司马迁的开放，扬雄的态度是保守乃至苛刻的。《史记》中对“异”的评判标准，常处于波动状
态。换言之，《史记》只要是通过比较而出现的不同，都可称之为“异”。如《论六家要指》虽然最后尊崇
道家，但在论及各家思想时，并不都是以道家为标准进行比较的，而是各家之间也可比较，所发现的不
同都是“异”。司马迁说要“厥协六经异传”，并没有以某一经为标杆，而是将六经作为平等的对象来进
行对比。他说“整齐百家杂语”，也并没有说一定是以儒家为标准来整齐，而是在比较之后择善而从。
如对于“儒者或不传”⑤的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司马迁在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之后，判定二书有可采
之处。所以他作《五帝本纪》，对于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等异书杂说，“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
首”⑥。从中可知，司马迁追求的更多的是客观历史事实，故而他对“异”的考察更多的是为了做事实
判断，而非价值判断。扬雄则不然，他所说的“异”，都是通过与孔子之说进行比较后得出的，在他做出
结论之前，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，那就是孔子之说一定是对的。因此，扬雄的“异”也好，“杂”也
罢，主要目的不是对事实真假作出判断，而是对价值高低进行评判。

其次，二者处理“异”和“杂”的方法不同。《史记》是要整齐，《法言》则是要排斥。作为史学家的司
马迁，需要对不同史料进行“厥协”“整齐”，实际上就是通过整理史料，调和不同说法，对史料进行解
释。《法言》则不然，由于扬雄以孔子为真理的代表，所以不存在“整齐”的问题。扬雄需要做的，只是
将“异端”否定掉，并通过否定异端来彰显孔子之说的伟大。司马迁以解释为目的，所以他为了将相关
人物或事件纳入到儒学之中，往往扩大儒家相关概念的范畴，从而使儒学也体现出“杂”的特征。扬雄
以辟异端为目的，所以为了保证孔子的正确性与权威性，有意忽略相关人事的某些“异质”特征，只就
局部或特殊事件发表评论。司马迁想要回答的是“为什么”，扬雄则不然，他更重视基于相关人事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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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自己的建议，他回答的问题是“怎么办”。扬雄的做法，后来在班彪、班固父子手上得到继承、发展。
班彪作《史记后传》，论及《史记》的缺点时说：“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百家之事，甚多疎略，不如其本，务
欲以多闻广载为功，论议浅而不笃。其论术学，则崇黄老而薄五经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；道游
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：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”①班固在《司马迁传赞》基本照搬了班彪
的说法：“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蔽
也。”②王叔岷曾敏锐地指出，班氏父子对《史记》的批评，多本扬雄③。由于班氏父子认为《史记》有此
缺点，所以他们所作的《史记后传》《汉书》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即“论大道则先六经而后黄老，序游
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，述货殖则崇贱贫而羞势利”。同样的道理，深刻影响了班氏父子的扬雄，在针对
《史记》之不足来作《法言》时，也基本上是朝着《史记》的反方向前进。

最后，由于《史记》是要通古今，所以重在叙述，寓断于叙；《法言》则要定是非，所以重在评定，力求
言简意赅。尽管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也曾隐约委婉地说自己要继《春秋》而作《史记》，但司马迁
继承《春秋》，并没有像扬雄一样去拟经，从而他所创作的《史记》文本并不像《春秋》那样简约。扬雄
《法言》则不然，如徐复观所指出的，此书不仅拟《论语》，也拟《春秋》。《法言》中评论历史人物的文字，

大都只有寥寥数字，这种做法就像极了《春秋》。如《渊骞篇》中说“鲁仲连荡而不制，蔺相如制而不
荡”④，作为经学家的扬雄只各用四字来评价鲁仲连和蔺相如。而作为史家的司马迁，为了说明鲁仲
连如何荡而不制，蔺相如怎么制而不荡，就必须对二人的相关历史事迹进行细致考证，然后再慎重撰
写。《孟子·离娄篇》中说：“王者之迹息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，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
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孔子曰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’。”⑤这里的“事”，是客观史实，
“文”则是对史实的记载，“义”则是基于文字记载所作出的价值判断。虽然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
表达的继《春秋》的想法，是希望最终在“义”上实现对孔子的继承，但由于他选择了从“文”到“义”的递
进过程，所以未能也不太可能用纯粹的儒家标准来处理存在大量“异”和“杂”的史料，故而最终所达到
的“义”也就很难与孔子《春秋》完全契合。换言之，司马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“厥协”“整齐”
史料异同，从而走向了明显史学化的道路。与之相反，扬雄在面对史料时，始终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

所以他面对纷杂的“文”，不存在司马迁那样的困惑，而是可以态度鲜明地表明立场。司马迁的史学立
场和扬雄的经学立场当然有重合的地方，但也存在大量不一致之处。扬雄之所以对《史记》存在不满，

实际上就是站在经学的立场批判《史记》“是非颇谬于圣人”的“义”。
朱熹在《答赵几道》中说：“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，摭其词采，以供文字之用而已。近世学者颇

知其陋，则变其法务，以考其形势之利害，事情之得失。而尤喜称史迁之书，讲说推尊，几以为贤于夫
子，宁舍《论》《孟》之属而读其书。然尝闻其说之一二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。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
氏，而亦徒见其表，悦其外之文而已。其曰‘折衷于夫子’者，实未知所折衷也。”⑥司马迁有战国诸子
之风，所以作《史记》旨在“成一家之言”，朱熹称其“只是战国以下见识”，原因或在于此。朱熹又认为
司马迁的正当处在尊孔氏，但徒有其表而无其实，所以虽声称折中于孔子，实际上并未做到。朱熹的
这一意见，恰可作为扬雄批判司马迁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之最好注脚。尽管后世贬斥扬雄最
厉害的就是朱熹⑦，但不得不说，在评价司马迁折中于圣人这一问题上，朱熹和扬雄的意见是非常接
近的。

明乎扬、马异辙的原因，再反观“实录”由微辞向褒辞的转变，恰可窥见汉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
些关键信息。在以《春秋》为代表的早期史学著作中，经、史不分，史学尚未与经学完全分离，故史传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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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中，当“事”与“义”相矛盾时，往往不惜改变记事以合乎义。最为典型的例子，便是赵盾弑君事件。
就“事”的层面来说，弑杀晋灵公的乃是赵穿；而就“义”的层面来说，弑君的则是赵盾。在经学家看来，
真正的史家就应该像董狐那样，基于义而秉笔直书“赵盾弑其君”。但如果从客观史实的角度来说，弑
君的是赵穿，赵盾虽负有主要责任，但并非直接凶手。扬雄批评司马迁“记事而已”，恰是因为司马迁
作史时更倾向于后者，未能在“义”的层面达到扬雄的要求。扬雄以成圣自居，用正统儒家思想来要求
司马迁，可以说是希望史学重新回归到经学注脚的地位。然而，在《汉书》中，尽管班彪、班固仍然继承
了扬雄对司马迁的批判，但“实录”一词却褪去了贬义色彩，成为一个正面的褒奖之辞，这加速了史学
的独立。当“实录”表达的只是“记事而已”的贬义时，史家作史时不得不尝试进一步求“义”，有时甚至
为求而求，从而不仅“事”非实录，“义”也非实录。而当“实录”成为一个褒义词时，很大程度上就解放
了史家的思想束缚，客观记录历史事实成为史家共同的追求，从而使得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桎梏，开始
独立成长。反过来也可以说，史学越是独立，“实录”作为褒义词的分量也就越重，越为后世所推崇。
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可作为我们的佐证，那就是在史学已经独立的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以“实录”
命名的史书。此类史书通常是在皇帝死后，史官根据皇帝的起居注、时政记等材料进行编纂的一朝的
大事记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著录有周兴嗣《梁皇帝实录》三卷、谢吴《梁皇帝实录》五卷，至《旧唐书·
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，此类著作更多。之所以要命名为“实录”，应是想要强调记载时据实而录
的特点。《南史》载：“（吴）均将著史以自名，欲撰《齐书》，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，武帝不许，遂私撰
《齐春秋》奏之。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，帝恶其实录，以其书不实，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，竟支
离无对。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职。”①吴均的《齐春秋》称梁武帝为齐明帝的佐命之臣，这显然是据历史事
实进行记载，而武帝“恶其实录”，可见这里的“实录”就是据实而录之意。而武帝为了惩罚吴均，派遣
刘之遴诘难吴均，然后给他扣上“其书不实”的罪名，此又表明求实已成为评判史书的重要标准。尽管
后世常常出现实录不实的情况，但无论如何，以“实录”来作为一种史书体裁，至少说明据实而录成为
后世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。

从现有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，在班固以“实录”赞扬司马迁之后，《史记》作为实录的特点受到越来
越多的肯定，而这种肯定与史学的日渐独立是密切相关的。在经史不分或史附于经的时代，像扬雄、
班彪、班固等在评价《史记》时，重点关注的是《史记》在价值观上是否合乎儒家学说，至于其记载是否
符合历史事实反倒是第二位的。而在经史分离，史学获得独立的时代，学者们在评价《史记》时便少了
许多经学的束缚，从而对其记载的真实性给予更多的关注。王充《论衡·感虚篇》云：“太史公曰：‘世
称太子丹之令天雨粟，马生角，大抵皆虚言也。’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，而云‘虚言’，近非实也。”②王
充称司马迁为“书汉世实事之人”，即是肯定其实录的功绩。又《对作篇》云：“是故《论衡》之造也，起众
书并失实，虚妄之言胜真美也。故虚妄之语不黜，则华文不见息；华文放流，则实事不见用。故《论衡》
者，所以铨轻重之言，立真伪之平，非苟调文饰辞，为奇伟之观也。”③由此更可见王充《论衡》的疾虚
妄，与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实录精神是相似的，都以求实为依归。又《晋书·张辅传》载其论司马迁之语
云：“迁为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作传，逞辞流离，亦足以明其大才。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，叙实录则隐
核名检，此所以迁称良史也。”④司马迁为苏秦、张仪等纵横家作传，如从经学的立场来看，是应该予以
批评的；但在史学日渐独立的晋代，张辅能对司马迁之举表示肯定，表明他在立论时已经开始摆脱经
学的束缚，所以他不仅会关注到《史记》述辩士时的华美辞藻，也会注意到叙事时的实事求是。尽管张
辅与班固一样都称司马迁为“良史”，但称其为“良史”的原因却发生了改变。至刘勰作《文心雕龙·史
传篇》，其中论及司马迁及《史记》时说：“本纪以述皇王，列传以总侯伯，八书以铺政体，十表以谱年爵；
虽殊古式，而得事序焉。尔其实录无隐之旨，博雅弘辩之才，爱奇反经之尤，条例踳落之失，叔皮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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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矣。”①“得事序”即是肯定《史记》善于纪事，“实录无隐之旨”以下则显然是归纳《汉书·司马迁传
赞》之语。从这段话中，可看出刘勰也是将“实录”视为褒义之辞的。陆侃如、牟世金曾指出：“刘勰对
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‘务信弃奇’。他一再强调‘实录无隐’‘按实而书’‘贵信史’等，对不可靠的东
西，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，而不应穿凿附会，追求奇异；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出发，而吹
捧权贵，贬抑失意之士，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”②由此又可知刘勰对于史传书写的要求，也以实录为标
准。至唐代刘知幾作《史通》，更是继承和完善了班固以来的实录论，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“实录”作为
史学著作最高评价标准的地位，对于这一点，施丁曾有专门的研究③，此不赘论。总之，由于《汉书》
《论衡》《文心雕龙》《史通》等皆为经典之作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，故而在班固、王充、刘勰、刘知幾等名
家的推毂之下，“实录”一词作为褒义词的属性也就被彻底落实。在此情况下，其作为微辞的身份就逐渐
被遮蔽在历史尘埃之中了。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，“实录”由微辞转变为褒词，恰说明史书纪实属性
越来越受到重视，逐渐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，从而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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